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及其利用与保护

柏贵喜(
一　传统知识的内涵与特点
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也可称为乡土知识(Vernacular  knowledge)、民间知识、民族知识等。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种意义对其加以理解：一种是乡土社区基于生产生活和智力活动总结和创造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经验和认知体系，涉及乡土社会存续的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的一切方面，主要包括传统农业知识、技术知识、生态学知识、医学（包括药学与治疗）知识、生物多样性知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包括音乐、舞蹈、歌曲、手工艺品、设计、传说和艺术品等形式）、地理名称与标记（以语言元素为中心），以及诸如信仰、亲属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等神圣与世俗生活知识等；另一种是非乡土社区（特殊情况包括部分乡土社区成员）基于研究与传播等需要而总结的“有关”乡土社区的知识。两种意义的传统知识在知识主体上有根本的区别，前者的总结者和持有者是乡土社区成员本身，这种知识与他们自身的生产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称之为“原生性传统知识”；后者的主体是乡土社区的“他者”，知识总结者和持有者并不必然仰赖传统知识为其生存资源。由于这种知识主要是乡土社区的“他者”对“原生性传统知识”进行再次加工和总结而形成的，而不是实践本身，故可称其为“次生性传统知识”。正因为“原生性传统知识”与“次生性传统知识”是知识产生和发展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而从知识内涵上看，两者更多的时候是合二而一的。
传统知识因其一系列特质而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区别，成为人类知识体系中难以被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点有：
（一）乡土性
在城市兴起之后，特别是随着世界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城乡二元分割也就越来越明显，乡土便成为一个有别于都市的相对概念。对于我国而言，乡土实是农村、乡村的代名词，它反映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特质。费孝通曾在《乡土本色》一文中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
传统知识或乡土知识就是在这样的乡土社会中存续的知识，它与土地相联，主要是“土头土脑”的乡下人创造和传承的“土里土气”的知识。
（二）地方性
传统知识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传统知识不去阐释普适性的规律，也不具有全球性、世界性的意义，它以对地方性的自然与社会认知为指归。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基于全球性知识和知识的全球化，提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概念，并强调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他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以后现代批判为武器重新审视全球知识的价值和慎重阐释地方性知识的意义的。这种知识的地方性恰如其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一文中描述的：人类学与法学“二者都致力于在地方性实际状况中看到概括性的原则。”
尽管格尔茨的这句话是就“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言，但其表述的“地方性实际状况中看到概括性的原则”也可看作是传统知识的一个原则。当然传统知识固然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地方性知识”并不都是传统知识，因为格尔茨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具有一种泛符号化、泛文化的倾向。
在知识全球化的语境中，传统知识的地方性，也可理解为话语单位和话语形成的特殊性、族群性、多样性、传统性，因而它可与“民族知识”、“乡土知识”等等之类的概念相嵌合，以致可以互换。“传统知识”的地方性也是一种空间陈述，所谓乡土、乡土社区（费孝通称之为“村落”
）实指一个人出生或生长，与其生活息息相关，对之具有特殊情感和认同意识的土地和地方。这块土地或地方以其独特的乡音（乡土语言）、历史、地理、自然、艺术等建构一个人的永远的记忆，不因其离土离乡而失忆。
（三）合理性
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将知识界定为“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或曰“在详述的话语实践中可以谈论的东西”
。在福柯看来，知识与科学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可以获得科学的地位，另一是不能获得科学的地位。换句话说，有些知识处于话语实践与科学构成的轴线（即话语—知识—科学）之中，而有些知识则独立于科学。但所有的知识都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
。传统知识虽然不同于现代科学知识，也不必然引导出现代科学，但其与其他知识一样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它可以是言说的东西，可以是仪式与行动，也可以是书写的文本；它是乡土社会存续的策略、内在逻辑和和实践理性。传统知识以其独特的话语系统合理地解释着宇宙与自然，表达着历史与社会，它以生产与生活的实践构建和维系着社区或族群的均衡关系。正是因为传统知识具有合理性，它才会一代代得以实践与传承，它所包涵的民间智慧之于社区的价值与贡献不亚于现代科学知识之于世界的价值与贡献。
二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利用
传统知识根源于话语实践而又被合理地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从而获得一种价值补偿。然而，传统知识的实践主体或利用传统知识获取某种资源的主体不尽相同。一类主体是知识持有者本身，主要是社区共同体或族群共同体；一类是现代国家、研究机构、企业乃至跨国公司等。传统知识在社区共同体或族群共同体中的利用几乎涵盖社区或族群生存的一切方面，但其全面的利用价值被认知尚仰赖诸如人类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学者去研究。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我国宏大的传统知识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具有多种显在或潜在的利用价值。目前，其显在的利用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保护

中国不同的乡土社区或族群社会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根据各自的生境特点创造了丰富的生态维护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少数民族多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生态平衡的观念与认识，在生态制衡上有许多有效的乡土措施。例如，广西有些地区以蚁除蛀养柑已传承了数百年，他们观察到柑子树无蚁者多蛀或黑蚁食柑的现象，于是便投黄蚁于树上，以黄蚁食黑蚁，遂保护了柑子树
 。有些民族关于树种繁育与动物采食关系的知识，显示了社区或族群生态保护的智慧。例如，我国甘肃和宁夏的比邻地带生长一种苦杏树，落地的苦杏果往往被猪采食。由于杏核十分坚固，因而在猪的消化道里不会被消化，而是随猪粪排出体外。这些杏核中的杏仁会在猪粪中发育成苗，移栽这些杏苗就能扩大苦杏林面积。当地居民早就认识这一现象，并在早期一直采取这种办法繁育和移栽苦杏树，在当地的生态保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汉族居民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从猪粪中拣出苦杏仁核，剥出杏仁出售，供作药材和食品，使苦杏林大大减少，给当地的生态保护带来了重大压力
。
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利用传统知识管理和保护森林的例子也越来越多。详见杞银凤写的《山区彝族利用乡土知识管理森林的经验——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乡子米地村案例研究》（载于《林业与社会》杂志，2003年第2期），以及邹雅卉、左停写的《云南社区森林的乡土知识及传承——临沧地区云县后箐乡勤山小流域案例研究》，（载于《林业与社会》杂志，2004年第12期）。2004年5月在贵阳还召开了一次“传统知识与社区林业”为题的研讨会，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至于利用轮歇与游耕、建造梯田、兴修水利乃至通过栽种女儿杉等将生态保护纳入民族仪式的文化行为更为不胜枚举
 。虽然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在生态保护上不是全能的，但它可以弥补在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现代技术、法律、经济或行政等手段的不足。
（二）医疗保健
乡土社区或族群社会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关于生命病理、生物药用及其两者对应关系的知识体系与经验，形成了大量独特的关于疾病诊断与治疗的土方、单方、验方、民间疗法与疗技，以及妇儿保健、儿童养育与营养等方面的乡土办法与习俗。这种基于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乡土医药知识千百年来一直在乡土社区或族群社会的医疗保健中发挥着积极的、甚至是难以替代的作用。
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西方医学的传统医学知识，大致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古今居主流地位的中医学；二是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称为民族医学）；三是既无医学理论体系，又无法考证民族文化背景的民间草医草药。这些传统医学知识有的已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有的仅是民间的习俗与经验，有的甚至与宗教观念与祭祀仪式互渗，但都是中国乡土社会关于医药智慧的结晶。
西方医学人类学对地方性医学知识一直比较重视，许多跨国医药公司或科研机构也大量地利用乡土医药知识开发药物或生物制剂。过去，我国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开发主要在中医方面，近年来，随着对民族医学价值认识的深入，民族医学的推广越来越普遍。由于民族地区具有多样性的生物资源和丰富的药用植物，因此为民族药的研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又因为民族药具有简、便、廉、捷、验与生态性、天然性等特点，近年来其被用于地方病与常见病的治疗渐成热点。据初步统计，我国民族药材品种达8000余种，其中有藏药材1908种，蒙药材1342种，维药材600余种，傣药材1200余种，彝药材1000余种，苗药材500余种，壮药材1986种，瑶药材1392种(其中植物药1336种)，土家药材600余种等。虽然国内已研发了诸如云南白药（彝药）、舒洁药物文胸（壮药）、仁青常觉（藏药）等特效药，但民族民间医药仍有巨大的利用空间。
（三）产品开发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还主要是以农业为主要生计，他们关于土壤、作物、气象、时间周期等知识的建构大多与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农产品的开发中，少数民族的作物知识和育种知识以及杀虫、增肥等知识被大量用于种子繁育与生产以及农用化工制剂的制作上，特别是一些族群社会通过对野生作物长期观察和培植的农作物存在着一些与高产性状有关的基因片段，近年来这些基因片段被一些公司用现代技术提取，并用于转基因作物的研制上。
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的制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关于染织、陶瓷、金属、漆器、家具等的工艺技术与知识（特别是美学知识），许多技术与知识已被应用到现代工业产品，特别是工艺美术产品的设计与制作或工业产品的包装设计上。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的民族工艺品大都借用了民间的制作工艺与美学知识。另外，还有一些工业产品如食品类产品的开发不仅借用了民间的工艺，而且借用了民间的原材料，实际是对民间知识的全方位应用。如青稞酒、米酒、保健酒的开发实是一些企业与投资人直接照搬民间传统配方和酿造技术或用现代酿造技术对民间配方、酿造工艺略加改造而成。
（四）民间解纷

我国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一套关于罪与罚、纠纷边界与解纷方案等的知识，特别是在婚姻、财产与地权等方面，这些民族习惯法的解纷规则往往具有合理、入情的社会效验。格尔茨在“法律多元主义”的理念之下曾具体地解释了阿拉伯的“haqq”、印度的“达摩”和印度尼西亚的“adat”的社会效验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族群中，同样存在着具有一定社会效验的合理、入情的解纷规则及其实践传统。这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民间社会甚至发挥着主导的功能。
三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蕴含着巨大的利用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现代科学知识具有了同等的地位，获得了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在现代科学知识面前，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已屈身于边缘，正如在现代社会和都市社会面前，乡土社会被边缘化一样。因此，我们有必要花大力气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进行保护，而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又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问题，一个是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存续，另一个是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持有者的权益。
（一）传统知识的抢救与传承性保护
在全球化、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正在加速地散佚与失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形式主要是“言传身教”，大多缺乏文本记录，因而它在族群成员间失传难以避免，也是常见的历史现象。其次，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一样具有一种合理性，但由于其与宗教、信仰的互渗，又表现了一种“去理性”。后者在唯物论的哲学语境和 “破四旧”的文化革命语境中被夸大，成为“封建迷信”的一部分。因而，在建国后数十年间，以“萨满”、仪式专家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分子”失去了宣讲与传播知识的舞台，致使大量的传统知识散佚。再次，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在应对新问题时日益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而现代科学知识却能应对自如。因而，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在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之间始终存在着实利性的选择。最后，现代学校教育体现了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对现代科学知识的灌输成为学校教育的基本方式和主要目的，而少数民族族群的年轻人也有一种通过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从而获得新的生活资源和社会地位的内在需求，因而，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在学校教育中难以有立椎之地。尽管我们也看到了部分地区的学校尝试着乡土教育，但这仅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权宜之计，并未触及建构知识的实质。
由此而观，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散佚与失传在当下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数代之后，少数民族族群成员将会面临无资源可用的境地。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一种观念性的文化，对它的保护要比对物质文化的保护困难得多。一种可行的保护途径是由专家学者进行抢救、记录，并将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制作成光牒和建立数据库，然后存放于博物馆、图书馆、实验室等。这种保护固然必要，但其将传统知识从少数民族族群中剥离出来，使族群中时刻都在使用的知识变成了“死态”的“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讲，另一个保护途径显得更为重要，那就是族群内的传承性保护。传承性保护意在动员族群参与，使族群成员保持对传统知识的“记忆”、“认同”和保护的热情；同时保护传统知识的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使传统知识成为“生态”的、可循环的生计资源。近年来，有些地区如贵州等地建立的“生态博物馆”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
（二）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产权保护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在现代社会不仅要解决“保存”和“保真”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产权的问题。现代企业、跨国公司和科研实验机构等利用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进行产品的开发、复制或研究，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而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持有者并未因此分享到其所带来的利益，有的跨国公司和科研实验机构甚至将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当作产权的客体，产生了严重的侵权行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产权问题是国际上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资本利用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条款)的某些欠公平解释将对我国族群传统知识资源和自然遗产资源造成损害。近年来，国际资本对我国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资源的不公平的商业行为已日渐凸显。如我国少数民族所具有的许多特殊遗传隔离人群的基因资源曾被美国哈佛大学试图以所谓“合作”的形式采集并用于商业目的，中国东南山区某少数民族聚居地哮喘病家系标本被西夸纳公司获取。最近中国华南少数民族聚居地的野生和栽培大豆中所发现的一些与高产性状有关联的基因片段被美国孟山都公司申请专利，并发生专利案。至于如瑶族地区流传的“女书”被外国公司抢注商标，与中国端午节有一定关联的“端午祭”被列入亚洲某国国家遗产名录之例，诸如此类的事情也在逐渐增多。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由于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特征比东部发达地区更为明显，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与遗产资源的商业价值也渐渐被国内机构或个人用于商业目的和其他宣传目的，于是出现了诸如青稞酒技术、香格里拉等许多法律争端和侵权行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商业价值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种法律争端和侵权行为也将越来越多。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保护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民族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法律保护措施。如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的《跨国版权法》,即将宗教传统仪式、民间习俗等视为民族民间文化或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法律保护。我国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中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制定了相关法律
。但在当下，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作为一种特征生产力资源介入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因缺少法律上的产权要件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困境之一是，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是族群集体建构的结果，表现为一种公权，而现代知识产权体系是工业化的产物，其所承认的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尽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使用“集体知识权利”的概念，但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框架内，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产权在实践上难以认定。困境之二是，即使在产权可以认定的情况下，拥有知识产权的族群与外来的开发商及其他利益集团仍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阿尔瓦罗·塞尔达萨米恩托等人总结了信息不对称现象：交换过程中关于对方文化环境的信息；关于如何与对方磋商的知识；关于对方机构提出协议的价值标准的知识；关于可能付诸交换的知识的有效性的信息；关于对方的义务和彼此的执行系统的信息
。其后果是，产权的实际持有者可能没有产权意识或者没有统一权威与公共资源去享用产权，或者享用产权极度地后滞化。虽然国内外学者和权力部门都有将民族民间文化导向知识产权的愿望，但大多试图从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内部生成关于民族民间文化的产权保护条款，因而至今仍未找到合理的实践机制。这种基于对生境认识而形成的传统知识的产权保护与作为一种资源进入现代技术开发与有效利用的悖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存在
。显然，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需要各国人类学家、法学家和少数民族族群共同努力，才能得以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学家对于传统知识的交换行为进行详细、合理的解释和法学家对于一种有别于现代知识产权体系的传统知识产权体系的建构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少数民族只有增强产权意识，努力分享到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所带来的商业利益，才能清楚认识到他们所创造的知识的现代价值，也才能培养出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保护的意识，使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传承变成自觉的行动。
(作者简介：柏贵喜，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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